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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补偿：“仆人式”品牌拟人对购买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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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多品牌正致力于通过角色拟人的方式与消费者建立类人际关系，以此来加强

品牌纽带。本研究探索了个体的主观地位对“仆人式”和“伙伴式”两种拟人品牌购买意愿的影

响。通过三项实验，我们发现：（1）主观地位较低的个体对仆人品牌的购买意愿显著高于伙伴

品牌；而主观地位较高的个体对两类拟人品牌的购买意愿没有显著差异；（2）有调节的中介分

析显示，主观地位较低的个体感知到仆人品牌（vs.伙伴品牌）提供的地位感显著更多，从而对

其的购买意愿更高；而主观地位较高的个体不会感知到两类拟人品牌提供的地位感存在差异，

对两者的购买意愿也没有显著差异；（3）这一机制不受产品类型的影响，即无论是对于享乐品

还是对于实用品，品牌拟人角色和主观地位对购买意愿的影响都遵循同样的路径。本研究推进

了品牌拟人化与地位消费的研究，也为品牌拟人角色的设计和营销提供了策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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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主人，鼠小美要加你为好友哦，这样方便主人找到我呀！”“三只松鼠”的拟人化是其获得

快速成功的利器之一，该品牌通过强化对消费者“主人”的称呼和与之配套的服务，构建了一种

拟人化的等级关系，将消费者放在地位更高的一端，自己则处于地位较低的一端。而“小茗同

学”则通过逗趣的卡通形象，将自己化为95后的“同学”，与消费者建立了一种相对平等的朋友

关系。这两则品牌拟人化成功塑造了两类典型的品牌角色：仆人和伙伴（Fournier，1998）。
然而，并不是所有仆人品牌或伙伴品牌都一定会收到积极的效果。品牌角色拟人提供给消

费者的类人际互动（Alvarez和Fournier，2016）虽然能够带来多重利益，但同时也会带来限制

（Puzakova和Aggarwal，2018），消费者会不自觉地使用人际互动的规则来与品牌互动，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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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和偏好（Aggarwal和McGill，2012；Alvarez和Fournier，2016）。不同的品牌拟人角色是否能

获得目标消费者的喜爱，往往会受到消费者个体差异、情境因素等的影响（Puzakova等，2013；
Puzakova和Kwak，2017；Puzakova和Aggarwal，2018）。因此，一个问题产生了：哪些消费者会更

喜欢伙伴品牌？哪些消费者会更喜欢仆人品牌？

对这两种品牌拟人角色的偏好可能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地位。研究发现，处于低地位的个

体对地位信号特别敏感，并且在人际互动、工作职位和消费中都有明显的追求地位的行为

（Anderson等，2015）。在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类人际互动中，主仆关系相对于伙伴关系，其整体

特征包括支配性和占有，暗示了关系结构中的等级差异（Kim和Kramer，2015），这种准社会关

系的设定可能会被渴望地位的人所接受。

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检验了这样一个命题：个体对两类品牌拟人角色的偏好，在一定程

度上取决于个体的主观地位。地位消费以及补偿性消费研究都一再证实，低地位个体出于对地

位的渴望，会更偏好占有象征地位的产品（Rucker和Galinsky，2008；Rucker等，2012；Dion和
Borraz，2017；Mandel等，2017）。我们则认为，这一效应能够延伸到个体和品牌的准人际互动

中，处于低地位的个体在与品牌拟人角色互动时，会更渴望处于支配地位；而仆人品牌的献媚

表现，能够提供地位感，补偿处于低地位对个体的威胁。基于这一论点，我们试图通过三项实验

证明：当品牌进行角色拟人时，（1）主观地位低的消费者，对仆人品牌（vs.伙伴品牌）有显著更

高的购买意愿；（2）主观地位高的消费者，对仆人品牌和伙伴品牌的购买意愿没有显著差异；

（3）相对于伙伴品牌，主观地位低的消费者感知到仆人品牌提供的地位感更多，从而对其有更

高的购买意愿，而主观地位高的个体则不会感到仆人品牌和伙伴品牌在提供的地位感上存在

差异，对两类品牌的购买意愿也没有差异；（4）这一机制不受产品类别的约束，无论是对于享乐

品还是对于实用品，主观地位低的消费者都更偏好仆人品牌（vs.伙伴品牌），且拟人角色提供

的地位感在其中起着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贡献。Kim和Kramer（2015）发现个体价值观会影响品牌角色

拟人的效果，但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主观地位这一构成自我的重要成分也会影响品牌角色拟

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此外，这一发现也为研究地位消费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关于通过消费

获得地位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占有具有地位象征意义的产品（Rucker和Galinsky，2008），
Dion和Borraz（2017）认为无形的服务体验、社会互动同样也构成地位消费的重要部分，但目前

相关探讨太少。本研究通过对仆人式拟人品牌的探讨，丰富了地位消费中关于无形关系体验的

内容，提供了地位补偿的另一条路径。在实践方面，品牌拟人化甚至各种角色拟人是目前普遍

且重要的营销实践（Voorveld，2019），但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应分别采用何种拟人角色，实践也

还在探索中。本文对两种基本品牌拟人角色对消费者决策影响的分析，可为相关实践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

二、  理论与假设

（一）“仆人”vs.“伙伴”：品牌角色拟人

品牌拟人化是赋予品牌以人性特征的过程（Puzakova和Kwak，2017）。品牌拟人化能够让

消费者更多地以看待人的方式看待品牌，从而提升消费者—品牌关系，如让消费者更喜爱品牌

（汪涛和谢志鹏，2014）、更容易受到产品漂亮外表的吸引（Wan等，2017）、自控力减弱、消费更

多产品（Hur等，2015）等。

除了前期研究探讨较多的形态外表的拟人之外，品牌拟人逐渐浸染了社会属性，角色拟

人——如“家人”“朋友”“主仆”等——使得品牌成为关系中一个“活”的和“有人性”的个体，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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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品牌之间的互动成为一种类人际的准社会互动（Fournier，1998；Aggarwal和McGill，
2007）。如研究发现，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的人往往更喜欢拟人化的产品（Chen等，2017）；亲密

的品牌关系可以像亲密的人际关系一样提供社会联系，缓解消费者的身体痛苦（Reimann等，

2017）；当消费者感知到品牌是某种社会角色时，他们会用与其拟人的角色一致的社会规范来

与其进行互动（Aggarwal和McGill，2012；Alvarez和Fournier，2016；Puzakova和Aggarwal，
2018）……这些都说明人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社会互动效应能够在品牌领域显现（Alvarez和
Fournier，2016）。学者们也更多地将人际关系理论引入品牌拟人化研究，如陈增祥和杨光玉

（2017）就利用了社会知觉理论中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CM），将品牌拟人形象分为“热情型”
和“能力型”，并探讨了两类品牌拟人有效提升品牌态度的边界条件。

Aggarwal和McGill（2012）在研究中提出了与地位相关的两类品牌拟人角色：“伙伴”和“仆
人”。“伙伴”（partner）指代的是能够共同创造利益的人（the co-producer of benefit），品牌和消费

者是利益的共同生产者，关系双方地位平等；如“小米”品牌鼓励消费者参与和共创。“仆人”
（servant）指代利益的外部提供者（the outsourced provider of benefit），是为雇主提供照顾、支持

和服务，为雇主创造价值的人，关系双方的地位是纵向的，消费者占据高地位，品牌处于低地位

（Aggarwal和McGill，2012；Kim和Kramer，2015）；如“故宫淘宝”的微博小编与消费者互动时

常自称“本公”，称消费者为“小主”或“娘娘”。两类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准则有所差异

（Alvarez和Fournier，2016）。如Aggarwal和McGill（2012）发现，消费者倾向于在行为上与自己喜

欢的仆人品牌保持相反，即把事情放心地交给喜爱的仆人品牌去做，而如果消费者不喜欢该仆

人品牌，他们便会展示出与该品牌一致的行为，表示“这些事情我能做，用不着你”；而消费者在

与伙伴品牌互动时则有截然相反的表现，如果他们喜欢该伙伴品牌，则会展现与品牌一致的行

为，如果不喜欢该伙伴品牌，则会采取相反的行为。

除了互动规则的差异，研究者也在探索两类品牌角色拟人对消费者评价的影响。品牌拟

人并不总能提高评价，消费者的个体差异、情境因素、品牌特性都影响着品牌拟人的效价

（Puzakova等，2013；Puzakova和Kwak，2017；Puzakova和Aggarwal，2018）。Kim和Kramer（2015）
发现，相对于伙伴品牌，物质主义者更偏好仆人品牌，因为物质主义者对主导、控制他人有渴

望，与像人一样的品牌建立主仆关系更容易满足物质主义者的偏好，因为作为主人让他们感觉

能够天然地占有和控制他们的仆人。类似的，具有独特性动机的消费者相对来说也更能接受扮

演“支持者”角色的拟人品牌。持独特性动机的消费者更希望表达自己的自主性，而品牌一旦拟

人化，就会被消费者认为是一个有意识的“人类”，不像非人类品牌那么容易控制，会威胁自己

的自主性表达，这致使他们对拟人品牌产生消极评价。只有将品牌定位为一个“支持者”角色，

拟人化的这种负面影响才会消失（Puzakova和Aggarwal，2018）。
从之前的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是物质主义者还是持独特性动机的消费者，他们对仆人品牌

的相对偏好都是因为处于较低地位的仆人角色满足了他们主导、支配或控制的渴望。然而，有

类似需求的不仅仅是这两类消费者，个体在知觉到自己处于较低的地位时，可能也会产生强烈

的支配他人、获取地位的渴望，而仆人品牌恰好能够满足这种需求。

（二）主观地位与地位消费

地位是指个体基于他们被感知到的工具性社会价值，从他人身上获得的尊敬、钦佩和自愿

顺从（Anderson等，2015）。人类有获得和保持地位的自然倾向，因为更高的地位提供了更大的

生存和繁殖优势（Kenrick等，2010）以及更大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处于低地位或显得地位低下

会让人处于厌恶的心理状态（Pan等，2014），导致个体有很强的动机去获得地位来改变或消除

这一状态（Rucker和Galinsky，2008；Anderson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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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消费相关研究显示，处于较低地位或主观地位较低的个体，会有强烈的动机提升自己

的地位，比如通过占有具有地位象征意义的产品或品牌来获得地位（Pan等人，2014）。齐美尔关

于时尚传播的滴漏理论，就探讨了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通过对较高社会阶层的消费模仿来

消除自己与上层阶层差异的现象。炫耀性消费研究也发现，相比高地位个体，低地位个体具备

更强烈的炫耀性消费欲望（Charles等，2009）。除了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相关研究也发现，个体

主观地位较低（vs.较高）时，更偏好购买具有地位象征意义的产品或品牌（Rucker和Galinsky，
2008；Anderson等，2015；金晓彤等，2017；Zhao等，2018），如面向高端市场的手表、象征更高地

位的金券，或对高地位相关产品有更高的出价（Rucker和Galinsky，2008）。
在这些研究中，地位感的获得都是通过占有象征高地位的物品来实现的，但地位感的获取

还有其他路径，在社会互动中占据支配地位一样可以让人获得地位感。在日常社会交往中，几

乎所有的交往都涉及地位，人们在社会互动中不断协商自己的位置（Goffman，1967），因此，地

位是一个相对的和流动的概念，很容易受到情境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除了占有象征高地位

的物质之外，向下对比、得到表扬、获得奖励或吹捧，哪怕是暂时性的和非实质性的（Ridgeway
和Correll，2006；Rucker和Galinsky，2008），都会让个体感知到地位的提升（Anderson等，2015）。
比如美国白领为了缓解地位恐慌，通过度假这种模式，暂时性地离开居住地，到其他地方向地

位比自己低的人要求地位，度假区的服务人员和顾客共同做戏，彼此成为虚幻成功的一部分

（莱特•米尔斯，2006）。换句话说，不光是拥有象征地位的商品可以帮助消费者获得地位，品牌

也可以通过社会互动或服务体验，动态地管理和调整消费者的地位感知（Dion和Borraz，
2017）。

因此，相较于伙伴品牌，仆人品牌可能更能够提升主观地位较低的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品

牌能够让消费者在地位游戏中扮演角色（Dion和Borraz，2017），将品牌拟人为“仆人”，让其在

类人际互动中表现出对消费者的顺从和尊重，就是将消费者置于较高的支配地位，品牌置于较

低的地位。由于地位是基于社会感知而不是资源控制的，因此他人的尊重和顺从同样能够情境

性地提供给个体地位感，从而让主观地位较低的消费者产生对仆人品牌更高的购买意愿。此

外，社会知觉（social perception）领域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CM）相关研究也提供了侧面证据，

研究发现处于低地位的消费者由于对资源的控制较弱，在人际交往中更加期望对方是顺从的、

善意的、满足他人的（韦庆旺等，2018），而这些都是仆人品牌的显著特征。因此，对于渴望地位

的消费者来说，层级式的仆人拟人品牌带来的关系互动可能会比平等的伙伴拟人更有价值

（Zitek和Tiedens，2012）。
由此，我们假设：

H1：主观地位会调节品牌拟人角色对购买意愿的影响，即

H1a：个体的主观地位较低时，仆人品牌比伙伴品牌更能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H1b：个体的主观地位较高时，消费者对仆人品牌和伙伴品牌的购买意愿没有显著差异。

（三）补偿的机制：地位感的提供

低地位者对地位产品的偏爱，被学者们认为是补偿性消费的一种（Anderson等，2015；
Mandel等，2017）。补偿性消费是指消费者在其自我概念（如地位、自尊等）受到威胁时，通过消

费能够应对这种威胁的产品来进行补偿（Rucker和Galinsky，2008）。补偿性消费遵循一个基本

的补偿过程：自我概念的一个方面受到威胁—产生补偿动机—选择能够应对威胁的产品—补

偿的效果。在这个链条中，“选择能够应对威胁的产品”这一环是目前补偿性消费研究探讨最多

的话题，所面临威胁的不同、消费者应对方式（直接解决、象征性解决、离解、逃避现实、流动性

补偿）的不同，都会对补偿性消费的产品选择产生影响（Mandel等，2017；Otterbring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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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者们除了进一步探索补偿机制更为细致的心理过程外（Coleman等，2019），还发现

补偿性消费不一定有补偿效果，甚至可能有副作用，从而开始探讨影响“补偿的效果”的因素

（Rustagi和Shrum，2019）。
链条中的“补偿动机”被默认存在，并鲜少被作为探讨和测量的变量。目前已有的研究都通

过以实验诱发自我威胁，然后测量被试对具有补偿作用的商品的偏好的方式间接证明补偿动

机的存在（Sivanathan和Pettit，2010；Pettit和Sivanathan，2011；Mandel等，2017）。如，消费者如果

感到自己地位较低，则会购买行政钢笔或公文包等高级产品；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吸引力，则更

偏爱提升外表的饰品；如果缺乏归属感，则会购买所属大学的T恤和帽子……（Mandel等，

2017）。换句话说，关于补偿性消费的研究都默认，当自我概念的某一方面受到威胁时，补偿动

机就会被激活，动机的揭示是通过实验产品选择或行为来实现的，而不是直接测量的（Mandel
等，2017；金晓彤等，2017）。只有当研究需要对比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时，如在探讨高地位和低

地位影响地位产品消费的两种不同机制时，才会将补偿动机作为一个中介变量，以和高地位个

体的自我提升动机做对比和区分（金晓彤等，2017；Zhao等，2018）。本研究的关注点在于仆人

品牌能否作为消费者进行地位补偿的一种选择，而不是机制对比，因此遵循补偿性消费研究的

范式，默认处于低地位会启动消费者的地位补偿动机，而并不将补偿动机视为需要证实的中介

变量。

仆人品牌能够成为消费者应对地位威胁时的选择吗？以往关于地位补偿的产品选择研究

发现，受地位威胁的个体在补偿选择上更倾向于一种象征性的解决，即虽然补偿性消费行为不

能改变个体的实际表现，但可能可以暂时性减轻或消除自我认知上的差异（Mandel等，2017）。
比如经济学相关研究发现，穷困的黑人会不顾自己恶劣的经济状况而进行炫耀性消费（Pan等，

2014）。显然，受收入约束，他们的理性选择应当是减少对地位产品的消费，因为炫耀性消费会

进一步恶化其实际地位，但实际上，他们对地位产品的消费更多，因为这能提供一种地位改善

幻觉。类似的象征性解决还有Harmon-Jones等（2008）在分析大学网站时所发现的，地位较低的

大学会在院系网站上列出更多的专业头衔，被引用较少的教授也会在他们的电子邮件签名中

展示更多的专业头衔（Rozin等，2014）。更多的专业头衔同样没有改善其实际地位，但却提供了

一种地位感。在Rucker和Galinsky（2008）的研究中，被试由于权力受威胁而对地位产品有显著

更高的偏好，其中介变量是地位产品“提供的权力感”，而不是被试“权力的提升”。这些都说明，

人们对地位产品提供的“成功的外表”非常向往（莱特•米尔斯，2006）。不是消费者地位的提升，

而是地位产品提供的地位感，是消费者选择其来应对威胁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仆人品牌是一种能够应对地位威胁的选择，因为它也能够提供一种地位

幻觉。Rucker和Galinsky（2008）也指出，品牌形象或个性层面呈现出的高低地位也可能和地位

产品产生类似的效应（Rucker和Galinsky，2008）。仆人品牌虽然不能够实际改善个体的地位，但

能够通过尊重和顺从给个体提供更高的地位感。因此，本研究认为，主观地位较低的个体有较

强的补偿动机，更可能将仆人品牌的顺从和尊重视为地位感的提供，从而导致对仆人品牌的购

买意愿显著高于伙伴品牌。而主观地位较高的个体没有补偿动机，感知不出仆人品牌和伙伴品

牌在提供的地位感上存在差异，因此对两类拟人角色品牌的购买意愿没有显著差异。即，提供

的地位感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重要的是，本文不认为主观地位会影响个体对品牌—自我

地位差异的认知，无论主观地位高低，个体都能判断出仆人品牌相对于自己地位更低，但主观

地位较低的消费者更可能将这种地位差异视作一种地位感的提供。就如同地位高低不会影响

个体对劳力士是地位符号的判断，但高地位者不会觉得消费劳力士为自己提供了地位感，而低

地位者则会显著感知到消费劳力士能够提供给自己地位感（Rucker和Galinsky，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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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假设：

H2：提供的地位感是品牌拟人角色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有调节的中介变量，即

H2a：个体的主观地位较低时，仆人品牌能够比伙伴品牌为个体提供更高的地位感，使得

消费者对仆人品牌的购买意愿相对更高；

H2b：个体的主观地位较高时，仆人品牌与伙伴品牌提供的地位感没有显著差异，消费者

的购买意愿也没有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本研究认为，伙伴和仆人两种品牌拟人角色对购

买意愿的影响受到消费者主观地位的调节：主观地位较高的消费者对两类品牌拟人角色的购

买意愿没有显著差异，而主观地位较低的消费者会更显著地偏好仆人品牌（vs.伙伴品牌）。其

内在机制在于，主观地位较低的消费者感知到仆人品牌（vs.伙伴品牌）提供的地位感显著更

多，从而对其购买意愿显著较高。
 
 

消费者的主观地位感
• 高地位
• 低地位

品牌拟人角色
• 仆人
• 伙伴

提供的地位感

购买意愿

图 1    研究模型
 

（四）研究概述

本文通过三项实验依次验证假设。实验一提供了主观地位作为调节变量的证据，通过直接

测量被试的主观地位和操控品牌拟人角色，测量它们对购买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两个变量对

购买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仅在被试主观地位较低的情况下，仆人品牌才能显著提

高被试对品牌的购买意愿。实验二操控了被试的主观地位和品牌拟人角色，并测量了提供的地

位感和被试补偿消费前后的主观地位差，数据再次验证了实验一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发现提

供的地位感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被试补偿消费前后的主观地位差并没有中介作用。实验

三同样操控了被试的主观地位和品牌拟人角色，但控制了自尊、情绪等一些可能的影响变量，

并采用了享乐品进行实验，数据证明仆人品牌的地位补偿机制依然成立。

三、  研究一：品牌拟人角色、主观地位对购买意愿的影响

本实验的目的是通过操控品牌拟人角色（仆人vs.伙伴），探究其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

响，及个体的主观地位是否在其中起调节作用，以验证H1。
（一）实验材料

在本实验中，品牌的拟人角色是通过实验刺激来操控的，而调节变量主观地位则是通过主

观社会地位感知（SSS）量表进行测量的（毕重增，2017）连续变量。

品牌拟人角色的操控借鉴Aaker等人（2004）的做法，给被试呈现品牌图片和文字描述。实

验首先虚构了一个充电宝品牌“ETORES”及其在微博上发布的文案，该品牌名称不是真正的

英文单词，且读音与现有中英文单词都没有相似之处；预测试（N=52）显示无人知晓该品牌，因

此可以避免被试对品牌名称产生不同的初始态度，降低实验干扰。充电宝是从六个备选产品中

选出的，通过预测试（N=48）对熟悉度、地位象征性、介入度（Zaichkowsk，1994）、风险（Jaco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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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72）进行测量，选择的是被试较为熟悉，且本身的地位象征性、购买介入度及购买风险都

较低的产品。

其次，品牌角色拟人以文字形式体现在微博正文及配图中，在仆人组，我们使用了如“主
人”“献上”等体现仆人在沟通中的顺从、服从特点的词；而在伙伴组，则使用了如“伙伴”“朋友”
等词。除了关键词的选择不同，图片中两组文字在格式、长度、标点及产品描述方面都保持了高

度一致，以避免视觉或内容对实验结果的干扰。

（二）实验流程和设计

在本实验中，157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仆人或伙伴两个组，被试在一个安静且较为封闭的

空间内完成实验。剔除掉无效样本，最终有效样本数量为154，其中男性71名，占比46.1%，年龄

范围为18—27岁。

1. 测量主观地位。首先测量调节变量主观地位。为掩盖实验目的，实验员会告知被试他们

将参加两项不相关的实验研究，第一项研究是关于大学生相对处境的调查，需要他们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完成问卷。本文使用毕重增（2017）修改的大学生版本主观社会地位感知量表（与一

般的中国人/社会上的一般人/国内同性别的学生/学校同性别的学生/同班同学/自己的一般朋友/
自己最好的朋友/自己某个朋友的朋友相比，我____；8个条目，α=0.88），让被试在李克特5点量

表上选出自己的相对处境（1代表“差很多”，5代表“好很多”）。
2. 操控品牌拟人角色。接下来操控自变量品牌拟人角色：仆人vs.伙伴。告诉被试第二项研

究是关于社交媒体广告效果的一项调查。被试在问卷开头会读到以下内容：“这是移动电源品

牌ETORES推广自家新产品的概念微博。该品牌想要了解社交媒体发布的广告信息会对消费

者的产品态度、购买意愿等造成怎样的影响。请仔细观看微博的文字及配图，对产品及广告效

果进行评价。”一组被试看到的是仆人型的品牌微博内容，另一组被试看到的是伙伴型的品牌

微博内容。

3. 测量购买意愿。测量因变量购买意愿（我愿意尝试该产品/如果刚好在商店里看到该产

品，我会购买/我会主动搜索该产品/我会购买该产品，α=0.84）（Baker和Churchill，1977）。
4. 测量控制变量和操控检验题项。通过自尊量表（Rosenberg，1979）测量被试的自尊水平

以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随后，操控检验题项：（1）品牌角色拟人带给被试的心理地位感知，通

过0—100滑动条让被试评价“我觉得ETORES微博的语气显得_____”（0代表“ta①的地位比我高

很多”，50代表“我和ta地位平等”，100代表“我的地位比ta高很多”），测量被试能够感知到的两

类品牌拟人角色在地位上的差异。（2）测量被试对虚拟品牌的认知（是否听过该品牌，是否联想

到其他品牌）。（3）测量被试对拟人角色的认知（我觉得ETORES像是一个仆人/伙伴），以确认

实验操控的有效性。

最后，让被试完成人口统计变量的测量。实验者会向他们表示感谢并给予现金报酬。

（三）实验结果

1. 操控检验。首先，被试均没有听过ETORES这个品牌，只有两人表示ETORES让他们联

想到其他品牌，因此虚拟品牌的构建是成功的。其次，拟人角色的操控也是成功的，在仆人组，

被试的仆人感知显著高于伙伴感知（M仆人感知=4.35 vs. M伙伴感知=3.06，t=5.76，p=0.000）。而在伙伴

组，则相反（M伙伴感知=4.17 vs. M仆人感知=3.04，t=−5.48，p=0.000）。此外，两组被试的主观地位不存在

显著差异[M仆人=3.34，M伙伴=3.32，F（1，153）=0.04，p=0.851]，因此排除主观地位的组间差异对实

验结果的干扰。

2. 品牌拟人角色、主观地位对购买意愿的影响。独立t检验显示，仆人组的被试感知到自己

相对于品牌具有更高的地位，伙伴组被试感知到自己的地位和品牌比较平等（M仆人=65.45，SD仆人=
①为避免性别的影响，此处特意处理为拼音，被试无理解问题。下同。

 

地位补偿：“仆人式”品牌拟人对购买意愿的影响
49



18.18 vs.M伙伴=49.82，SD伙伴=18.78；t=5.251，p=0.000）。将品牌拟人角色作为自变量，购买意愿作

为因变量，被试的主观地位作为调节变量，自尊作为控制变量，通过process模型1对调节效应进

行分析。数据显示，自尊对购买意愿没有主效应（β=0.038，t=0.100，p=0.920），说明自尊并不是

购买意愿差异的原因。在控制了自尊后，品牌拟人角色对购买意愿存在主效应（β=1.96，t=2.42，
p=0.017），被试对仆人品牌有显著更高的购

买意愿（M仆人=3.07，SD仆人=1.00 vs. M伙伴=2.74，
SD伙伴=1.14）；更重要的是，交互作用显著

（β=−0.49，t=−2.03，p=0.044）。简单斜率分析

显示，当被试主观地位较低（均值减1个标准

差）时，品牌拟人角色对购买意愿有显著影响

（β=0.969，t=2.44，p=0.016），仆人品牌更受欢

迎；当被试主观地位较高（均值加1个标准差）

时，品牌拟人角色对购买意愿影响不显著

（β=0.029，t=0.07，p=0.942）。H1a、H1b得到验

证，调节效应见图2。
（四）小结

实验一的结果说明，主观地位高低不影响被试对仆人品牌和自己地位差异的判断：被试都

感知到自己和伙伴品牌地位较平等，而自己比仆人品牌地位高。但主观地位会调节被试对两类

拟人品牌的购买意愿，当被试主观地位较低时，他们对仆人品牌（vs.伙伴品牌）的购买意愿显

著更高；当被试主观地位较高时，他们对两类拟人品牌的购买意愿没有显著差异。

实验一虽然发现了主观地位对品牌角色拟人效果的调节作用，证实了地位消费除了占有

产品之外还可以存在另一种方式——在与拟人品牌的准人际互动中占据支配地位，但还没有

厘清其中的作用机制。此外，实验中被试的主观地位是被试自我报告的一个连续变量，也是对

被试常态地位感知的测量。实验二将会用实验操控的方式控制被试的主观地位，除了重复检验

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外，也通过操控形成对被试地位的威胁，来探测地位补偿机制的作用过程。

四、  研究二：提供的地位感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

实验二是一个2（品牌拟人角色：仆人vs.伙伴）×3（被试地位：高vs.低vs.控制组）的双因素组

间实验，因变量是购买意愿。目的是进一步探索品牌拟人角色提供的地位感是不是一个有调节

的中介变量。

（一）实验材料

实验二选择了“Nurodlo”U盘作为刺激产品，虚拟品名可以避免实验干扰，U盘在实验一的

预测试（N=48）中展示出和充电宝相似的特性，即被试较为熟悉，产品的地位象征性、购买介入

度及购买风险都较低。

对品牌拟人角色的操控与实验一类似，仍采取图片和文字描述的方式。为了增强互动感，

刺激材料的设计仿照淘宝旺旺对话框制作，拟人角色以文字形式体现在客服发出的回复中。在

仆人组，选择了如“主人”“请”“听候”以及“差遣”等词，以体现仆人角色，并突出品牌作为低地

位一方为消费者服务、表达尊重的特点。而在伙伴组，选择了如“伙伴”“期待”和“提供帮助”等
词，与现实中地位平等的伙伴对话特点相符。此外，除了关键词的选择不同，图片中两组文字在

格式、长度、标点及内容方面都保持了高度一致，以避免视觉或内容对实验结果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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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观地位的调节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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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流程和设计

180名大学生参与了2（品牌拟人角色：仆人vs.伙伴）×3（被试地位：高vs.低vs.控制组）的组

间实验，剔除掉无效样本，最终有效样本数量为177，其中男性76名，占比42.9%，年龄范围为

18—27岁。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六个组，在同一个安静且较为封闭的空间内完成实验。

1. 操控主观地位。通过回忆任务操控被试的主观地位。首先告知被试将完成两项不同的调

查。第一项调查是关于语言描述方式的调查，目的在于了解人们描述不同事件时所使用的语

言，要求被试阅读题干要求后在纸质问卷上作答。实际上，该材料是通过回忆任务（recall task）
来启动不同的地位感知（王财玉等，2013；金晓彤等，2017）。被试会看到以下要求：“请你回忆过

往的经历，想想有没有让你觉得比其他人地位更低（更高）的情形或事件，比如别人（你）有权力

去掌控、管理或评价你（别人），而你（别人）只能默默接受。请尽量完整地描述这种低（高）地位

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当时大致发生了什么、你产生了怎样的感受。”为了保证操控的强度以

免被试随意作答影响效果，要求文字描述不少于150字。控制组的被试被要求回忆并描述最近

一次去便利店购物的情形（Galinsky等，2003）。随后询问被试：“此时，你多大程度上感觉自己

是有地位的”，使用李克特七级量表，1代表“完全没有”，7代表“非常有”，数字越大表明程度越高。

2. 操控品牌拟人角色。完成纸质问卷后，告诉被试第二项调查是在电脑上完成关于消费者

购买意愿的问卷。他们在问卷开头会读到以下内容：“U盘品牌Nurodlo策划在天猫官方旗舰店

推出周年庆特别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客服在使用旺旺与买家沟通时会发出促销活动广告。

Nurodlo希望通过前期问卷，调查消费者对促销活动的兴趣、客服推送的态度和购买意愿等。”
接着，被试会看到客服对话框图片，接受不同的拟人角色刺激。

3. 测量购买意愿。实验二不仅用量表对购买意愿进行测量，还加测了最高支付意愿作为购

买意愿的另一个测量指标，已有研究证明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他

们的购买意愿（Rucker和Galinsky，2008）。被试被要求回答“如果店内64G大小U盘的售价为

60元，您最多愿意支付原价的百分之多少来购买该款U盘？”题项采用12点计分，1代表原价的

10%，12代表原价的120%。

4. 测量提供的地位感。让被试回答关于“地位感提供”的题项。借鉴Rucker和Galinsky
（2008）在实验中测量“提供的权力感”的量表（α=0.88，你认为Nurodlo客服的沟通在多大程度

上使你感到有地位/权力/被尊重），题项采用12点计分，1代表“完全没有”，12代表“非常有”，数
字越大代表拟人角色提供的地位感越强。

5. 操控检验题项。（1）通过阶梯法来测量被试是否意识到两种拟人角色在地位上是有差异

的。向被试展示MacAuthur阶梯的示意图并说明：“这里有一个示意图，梯子的顶部（10）代表的

地位最高，梯子的底部（01）代表的地位最低。现在，请想象Nurodlo是一个人，和你一起站在梯

子上，你觉得你们分别站在梯子的哪一级上？”让被试分别填写自己的位置和Nurodlo的位置。

（2）再次测量被试被补偿后的地位感：“此时，你多大程度上感觉自己是有地位的”，以和地位操

控后的地位感进行对比。（3）测量品牌名称认知（是否听过该品牌，是否联想到其他品牌）。

（4）测量被试对拟人角色的认知（我觉得Nurodlo像是一个仆人/伙伴），以确认实验操控的有

效性。

最后，测量人口统计变量，对被试表示感谢并给予现金报酬。

（三）实验结果

1. 操控检验。地位操控：被试主观地位的组间差异显示地位操控成功[M高地位=5.13，M低地位=
3.15，M控制组=4.16，F（2，174）=79.23，p<0.001]。

拟人角色操控：品牌的拟人角色感知差异显著，在仆人组，被试的仆人感知显著高于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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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M仆人感知=4.21 vs. M伙伴感知=3.13，t=3.82，p<0.001）。而在伙伴组，则相反（M伙伴感知=4.53 vs.
M仆人感知=2.24，t=−9.35，p<0.001）。

2. 品牌拟人角色、主观地位对购买意愿的影响。将品牌拟人角色和被试主观地位作为自变

量，购买意愿和最高支付意愿作为因变量，方差分析的数据显示，被试的主观地位和品牌拟人

角色对购买意愿有边缘显著的交互作用[F（1，171）=2.72，p=0.069]，而对最高支付意愿有显著

的交互效应[F（1，171）=3.79，p=0.024]。后续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当被试主观地位较低时，被

试对仆人品牌的购买意愿显著高于伙伴品

牌[M低地位—仆人=3.78，M低地位—伙伴=2.72，均值差

异（I−J）=1.06，p<0.001]，最高支付意愿也

存在显著差异[M低地位—仆人=8.60，M低地位—伙伴=
6.67，均值差异（I−J）=1.84，p<0.001]。而在

主观地位较高的被试组以及控制组，这一

效应未出现，被试对伙伴品牌和仆人品牌

的购买意愿没有显著差异，H1a、H1b再次

得到验证，调节效应见图3。

3. 提供的地位感：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通过process程序中有调节的中介模型（model
7）进行Bootstrap中介变量检验（Hayes，2013），品牌拟人角色为自变量，购买意愿为因变量，被

试的主观地位作为调节变量，提供的地位感作为中介变量，并将性别、被试前后地位差作为控

制变量。结果表明，将提供的地位感放入模型后，品牌拟人角色对购买意愿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β=−0.21，p=0.171），品牌拟人角色与主观地位的乘积项对提供的地位感的预测作用显著[品
牌拟人×主观地位，R2−chng=0.035，F（2，169）=4.58，p=0.012]，简单斜率分析显示主观地位低的

被试感知到仆人品牌提供了更高的地位感（β=−0.85，p<0.001），主观地位高的被试对两类品牌

提供的地位感感知没有差异（β=0.04，p=0.844）。最后，提供的地位感显著影响购买意愿

（β=0.34，p<0.001），见表1。

在主观地位的三个水平上，提供的地位感的中介作用有所变化，见表2。当被试的主观地位

较低时，提供的地位感的中介作用显著（β=−0.29，CI不包含0）；当被试的主观地位较高时，中介

作用不显著（β=0.01，CI包含0）。因此，品牌拟人角色所提供的地位感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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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观地位的调节效应图

表 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标准化）

变量
结果变量：提供的地位感 结果变量：购买意愿

β t β t
性别 0.18 1.42 −0.23 −1.62
前后地位差 0.51 6.54*** −0.02 −0.19
品牌拟人角色 −0.85 −3.95*** −0.21 −1.38
提供的地位感 0.34 4.05***

W1（控制组—低地位） −1.07 −2.23*

W2（高地位—低地位） −0.52 −1.10
品牌拟人角色×W1 0.89 2.97**

品牌拟人角色×W2 0.30 0.99
R2 0.36 0.15
F 13.80*** 7.86***

　　注：性别1=男，性别2=女；品牌拟人角色1=仆人式，品牌拟人角色2=伙伴式；主观地位操控的三个水
平构建成为W1、W2两个虚拟变量；*p<0.05，**p<0.01，***p<0.001，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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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仅在被试主观地位低的情况下，两类品牌拟人角色提供的地位感形成差异，导致购买意愿

显著不同。由此，H2a、H2b得到证实。
 

表 2    在主观地位不同水平上的中介效应

主观地位 效应值 Boot SE
Bootstrap 95%CI

下限 上限

提供的地位感的中介效应
控制组 −0.19 0.08 −0.36 −0.05
低地位 −0.29 0.12 −0.55 −0.09
高地位 0.01 0.08 −0.14 0.20

 
 

为了排除“低地位被试对仆人品牌（vs.伙伴品牌）的购买意愿显著更高，是因为仆人品牌
改善了被试的地位”这一解释，即为了排除品牌拟人角色带来的“地位提升”是中介变量的可
能，本文对这一变量也进行了Bootstrap中介变量检验。将品牌拟人角色作为自变量，购买意愿
作为因变量，被试的主观地位作为调节变量，地位提升作为中介变量，性别、提供的地位感作为
控制变量。地位提升的得分来自于两次主观地位测量得分之差。在被试地位操控后测量了一次
主观地位（此时，你多大程度上感觉自己是有地位的？），在测量完购买意愿以及提供的地位感
之后，又测量了同样的问题。将后一次得分减去初始得分，作为品牌拟人角色带来的实际“地位
提升”。数据显示，中介效应不显著，品牌拟人角色与主观地位的乘积项对地位提升的预测作用
不显著[品牌拟人×主观地位，R2−chng=0.009，F（2，169）=1.68，p=0.189]，地位提升对购买意愿
的影响也不显著（β=−0.02，p=0.846），也不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在主观地位的三个水平上
CI都包含0）。这表明被试地位的提升不是真正起作用的中介变量。

（四）小结

实验二再次验证了实验一的结论，保证了结果的稳健性。此外，实验二还进一步发现主观

地位较低的个体会从品牌的仆人角色中感知到更高的地位感提供，从而对仆人品牌有更高的

购买意愿，而主观地位较高的个体不存在这一效应。实验二也排除了其他可能的解释，H2得到

了验证。

但实验二没有控制自尊、情绪对因变量可能造成的影响。此外，实验一和实验二都采用实

用品作为实验材料，享乐品是否也存在同样的补偿机制值得进一步探索。

五、  研究三：产品类型对补偿机制的影响

实验三是一个2（品牌拟人角色：仆人vs.伙伴）×3（被试地位：高vs.低vs.控制组）的双因素组

间实验，因变量是购买意愿。但实验中测量了自尊、情绪等可能的影响变量，并采用了享乐品作

为实验材料，这些改变的目的一是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二是验证前述补偿机制在享乐品上是

否依然起效。

（一）实验材料
实验三采用了与实验二同样的品牌名称“Nurodlo”，但选择了冻干草莓巧克力这一享乐品

作为刺激材料。对品牌拟人角色的操控依然同前两个实验类似，通过广告图片中的文字来进
行：“嗨，我是Nurodlo！每时每刻，为主人/你献上最丝滑的感受，愿您/伴你尽享层层真美味。”

（二）实验流程和设计

175名大学生参与了2（品牌拟人角色：仆人vs.伙伴）×3（被试地位：高vs.低vs.控制组）的组

间实验，剔除掉无效样本，最终有效样本数量为165，其中男性占比33.9%，28岁以下占比96.1%。
实验流程与实验二基本一致，但此次实验方式由纸质问卷改为线上问卷。并且在操控了主

观地位后，此次实验还将自尊[自尊量表来自Rosenberg（1979）]和情绪（PANAS量表）作为控制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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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结果

1. 操控检验。地位操控：被试主观地位的组间差异显示地位操控成功[M高地位=4.27，M低地位=
3.57，M控制组=3.43，F（2，162）=8.81，p=0.000]。

拟人角色操控：品牌的拟人角色感知差异显著，在仆人组，被试的仆人感知高于伙伴感知

（M仆人感知=4.38 vs. M伙伴感知=3.06，t=4.09，p<0.001）。而在伙伴组，则相反（M伙伴感知=4.48 vs. M仆人感知=
2.38，t=−8.12，p<0.001）。

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Hayes和Rockwood（2019）认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可以直接检
验，而无需先行检验总效应/调节效应/中介效应，选择相应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直接检验即
可。因此，本研究通过process程序中有调节的中介模型（model 7）直接进行Bootstrap中介变量
检验。品牌拟人角色为自变量，购买意愿为因变量，被试的主观地位为调节变量，提供的地位感
为中介变量，控制变量为正负情绪、自尊、性别、被试的前后地位差。

结果表明，将提供的地位感放入模型后，品牌拟人角色对购买意愿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β=−0.27，p=0.077），控制组与主观地位低组相比，被试感知到的提供的地位感存在显著差异，
主观地位越低，越能够感知到仆人品牌提供的地位感（β=−1.29，p=0.033），而提供的地位感显
著影响购买意愿（β=0.30，p<0.001），见表3。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变量
结果变量：提供的地位感 结果变量：购买意愿

β t β t
性别 0.13 0.75 0.21 1.29
前后地位差 0.21 2.60* 0.01 0.01
正情绪 0.18 1.99* −0.09 −1.06
负情绪 −0.04 −0.46 −0.06 −0.72
自尊 −0.09 −1.01 −0.02 −0.23
品牌拟人 0.60 −2.19* −0.27 −1.78
提供的地位感 0.30 3.89***

W1（高地位—低地位） −0.77 −1.28
W2（控制组—低地位） −1.29 −2.15*

品牌拟人角色×W1 0.32 0.85
品牌拟人角色×W2 0.67 1.78
R2 0.12 0.14
F 2.18* 3.76***

　　注：性别1=男，性别2=女；品牌拟人角色1=仆人式，品牌拟人角色2=伙伴式；主观地位操控的三个水
平构建成为W1、W2两个虚拟变量；*p<0.05，**p<0.01，***p<0.001，双尾。
 
 

在主观地位的三个水平上，提供的地位感的中介作用有所变化（见表4）。当被试的主观地
位较低时，提供的地位感的中介作用显著（β=−0.18，CI不包含0）；当被试的主观地位较高时，中
介作用不显著（β=−0.08，CI包含0）。因此，品牌拟人角色所提供的地位感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
变量，仅在被试主观地位低的情况下，被试感知到两类品牌拟人角色提供的地位感有差异，导
致购买意愿显著不同。由此，H2a、H2b再次得到证实。

表 4    在主观地位不同水平上的中介效应

主观地位 效应值 Boot SE
Bootstrap 95%CI

下限 上限

提供的地位感的中介效应
控制组 0.02 0.09 −0.15 0.22
低地位 −0.18 0.12 −0.46 −0.01
高地位 −0.08 0.09 −0.29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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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为了排除品牌拟人角色带来的“地位提升”是中介变量的可能，同实验二一样对被试

的前后地位差进行Bootstrap中介检验。数据显示，地位提升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品牌拟人角色

与主观地位的乘积项对地位提升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品牌拟人×主观地位，R2−chng=0.041，
F（2，153）=1.68，p=0.70]，同时，地位提升对购买意愿的影响也不显著（β=−0.01，p=0.992），亦不

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在主观地位的三个水平上CI都包含0）。这表明被试地位的提升，不是

真正起作用的中介变量，重复验证了实验二的结果。

（四）小结

实验三对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论进行了再验证，保证了结论的稳健性。此外，实验三将实

验中的产品换成了享乐品，拓展了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数据显示，同前两个实验采用的实用品

一样，享乐品也存在地位补偿机制。即，当被试的主观地位较低时，他们会感知到仆人品牌提供

了更高的地位感，从而对其的购买意愿显著高于对伙伴品牌的购买意愿。当被试的主观地位较

高时，则不存在这一效应，即被试不会感知到仆人品牌和伙伴品牌提供的地位感存在差异，对

两者的购买意愿也没有显著差异。

六、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三项实验发现，品牌拟人角色的不同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存在影响。首先，仆

人品牌能让消费者感知到自己相对品牌而言具有更高的地位，而伙伴品牌会让消费者感知到

自己和品牌是相对平等的。其次，消费者对两类品牌拟人角色的购买意愿受到主观地位的调

节，主观地位较低的个体对仆人品牌的购买意愿显著高于伙伴品牌；而主观地位较高的个体对

两类拟人品牌的购买意愿没有显著差异。第三，主观地位较低的消费者会感知到仆人品牌

（vs.伙伴品牌）提供的地位感更多，从而产生更高的购买意愿。这种补偿机制在主观地位较高

的消费者身上不存在，他们不会感知到两类拟人品牌提供的地位感有差异，对其的购买意愿也

没有显著差异。第四，品牌拟人角色对消费者地位的实际改变并不影响他们的购买意愿，真正

起作用的是消费者感知到的拟人角色“提供的地位感”。最后，品牌拟人角色和主观地位对购买

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不受产品类型的影响，无论是对于享乐品还是对于实用品，主观地位

较低的个体都显著偏好仆人品牌（vs.伙伴品牌）。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将品牌拟人化和地位消费相结合，推进了品牌拟人化和地位消费

相关研究。首先，以往关于品牌拟人化的研究较少关注不同拟人化的社会属性带来的影响，陈

增祥和杨光玉（2017）虽然探讨了能力型和温暖型两类品牌拟人化，但这一分类较为抽象和宏

观。本文则更加具象地探讨了伙伴和仆人两种社会角色，发现除了物质主义（Kim和Kramer，
2015）和独特性动机（Puzakova和Aggarwal，2018）之外，个体的主观地位也会影响个体对品牌

拟人角色的偏好。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品牌拟人化不仅能够排解社会排斥带来的痛苦

（Reimann等，2017；Chen等，2017），也能作为低地位个体进行自我补偿的工具，从而为品牌拟

人化带来的社会互动效应（Alvarez和Fournier，2016）提供了新的证据。

其次，本研究对地位消费研究有一定的推进。Dion和Borraz（2017）认为目前地位消费研究

较多探讨物质产品的占有而对无形的服务体验、社会互动探讨太少。他们在研究中探索了奢侈

品是如何通过服务人员与顾客的互动，来管理顾客的地位和行为的。本研究则证明了普通商品

通过品牌拟人角色的准人际互动同样可以对消费者的地位进行管理，也就是说地位消费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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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对无形的关系体验的消费，而且这种无形的地位体验还可以通过与“非人”的拟人品牌的

互动来获取：品牌以顺从、尊重的仆人姿态出现，将消费者置于准社会关系中的支配者位置，同

样可以让消费者从这种地位游戏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这就将地位消费研究从物质消费领

域拓展到了更广泛的服务体验和品牌关系领域，也将品牌对消费者的地位管理从奢侈品推广

到了普通消费品，这种地位消费可能比奢侈品消费更经济、更具普遍意义，对低地位个体的经

济社会地位伤害更小，亦部分避开了地位消费中服务人员和顾客互动中的象征性暴力和社会

不平等问题（Dion和Borraz，2017），提高了地位消费的伦理性。

（三）营销启示

本文对品牌营销实践也具有参考价值。首先，研究显示，品牌扮演“仆人”角色能够提升主

观地位较低的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这表明在中低阶层市场、低线城市或者是在有地位威胁的情

境下，仆人式的拟人品牌会带来更好的回报。并且，由于目前中国消费者的阶层下行认同非常

明显（高勇，2013），消费者对自己主观社会地位的感知普遍较低，将品牌拟人化为“仆人”可能

在很多情境下都会获得更好的市场回报。而在中高阶层市场，仆人和伙伴可能都是较好的拟人

角色选择。

此外本研究发现，仆人品牌获得青睐的原因并不是其对个体地位的实际提升作用，而是仆

人品牌提供的地位感。就像奢侈品不一定能让低地位者地位提升，但奢侈品提供的地位感还是

会让人趋之若鹜。这说明，人们对“地位外衣”或“成功外表”的关注更甚于实际的地位改变，“地
位上升的感觉”比“地位上升”更能影响人们的行为。这对于营销策略乃至政策制定都有一定的

启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地位”不如提升个体的“地位感”，增加“获得”不如增加个体的“获
得感”。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有二：首先，实验材料中品牌角色拟人的方式是文字沟通，但市场上品牌拟

人形式多种多样，如图片、语音和动画等。可能不同的拟人方式对消费者的刺激效果不同，因

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采用不同形式的拟人，探究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边界条件。其次，本

文虽然探讨了实用品和享乐品两类产品，但选择的都是与地位无关、购买介入度及购买风险都

较低的产品，品类上较为局限，造成研究结论的外推性不够充分，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虑

产品类型的影响，特别是产品本身的地位象征性是否会和品牌角色拟人存在交互作用，高地位

的消费者是否可能从奢侈品品牌的仆人式互动中获得地位感。

最后，本文的发现说明不仅社会排斥（Chen等，2017）这类社交挫折能够被拟人品牌所抚

慰，处于低地位这种令人厌恶的状态也可以部分地被拟人品牌缓解。这是否意味着个体可以通

过与拟人品牌的准社会互动远离真实社交中的“怨憎会”？这种“情绪创可贴”的抚慰和满足对

长期的幸福感是否有助益？是否对个体的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反而有所阻碍？这可能是未来值

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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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Compensation: The Effect of Brand
Anthropomorphism “Brand as a Servant”

on the Purchase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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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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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Many  brands  work  on  strengthening  brand  bonds  and  build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consumers  via  anthropomorphism.  However,  different  characters  of  brand
anthropomorphism attract different consumers, and researches on this issue are rather limited.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a consumer’s subjective status influences his/her buying intention over two types of the
anthropomorphic brand: “brand as a servant” and “brand as a partner”. Through three experiments, we
find that:（1）The “servant brand” makes consumers feel that they have higher status than the brand,
whereas the “partner brand” makes consumers feel relatively equal with the brand.（2）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to anthropomorphic brands is moderated by their subjective status: individuals with
lower subjective statu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purchase intention to the “servant brand” than the
“partner brand”; while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subjective status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n the two types of anthropomorphic brands.（3）The moderated mediator analysis
shows that individuals with lower subjective status perceive that the “servant brand”（vs. the “partner
brand”）provide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sense of status which in turn increases their purchase intention;
this compensation mechanism does not exist among consumers with higher subjective status — they do
not perceive the difference in the sense of status provided by the two anthropomorphic brands, and
therefore show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urchase intention.（4）The actual change of the consumer
status  by  anthropomorphic  brands  does  not  affect  the  purchase  intention,  what  really  matters  is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the  “sense  of  status  provided”  by  anthropomorphic  brands.（5）Such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s independent of the product type, that is, no matter the product is a hedonic
or a utilitarian one, individuals with lower subjective status have significant preference on the “servant
brand”（vs. the “partner brand”）.  Theoretical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brand
anthropomorphism and its impacts, and the results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the social interaction effect
brought by brand anthropomorphism. Moreover, this study not only extends the research on status
consumption from the field of material consumption to service experience and brand relationship, but
also  extends  the  research  on  status  management  of  consumers  from luxury  products  to  ordinary
products. In practice,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focus in consumer status management is to provide a
sense of status, rather than bringing an actual change of the consumers status. Moreover, when marketers
design brand anthropomorphism strategies, the “servant brand” will benefit more in the middle- or
lower-class markets, in the second- or third-tier cities, and when consumers are in the situation of status
threat.

Key words: brand  anthropomorphism; role-anthropomorphism; subjective  status; status
consumption;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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